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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戴震方志理论之争的研究评述 ①

张易和

　　提　要：清代学者章学诚与戴震曾就方志纂修相关问题展开过一次激烈论争。关于论争的原因，晚清民国
学者多从心理与学术思想角度进行分析，今人的分析则兼及二人现实境遇和时代背景等因素。关于章、戴学派

划分的讨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学者多将此次论争视作学派、学科之争，但这种观点遭到当今学术界的质疑。
如何评判章、戴双方观点，早期学者倾向扬章抑戴，而近年来出现 “为戴震正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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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 （１７３８—１８０１），清代著名史学家，乾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其治学路径迥异于同代
史家，纂修地方志的活动伴随一生。他的代表作 《文史通义》提出诸多史学理论，都与修志实

践有关。较章学诚稍早的学者戴震 （１７２４—１７７７）精于考据学、义理之学，也曾参与史志编纂
工作。乾隆三十八年 （１７７３），二人曾相会于宁波道署，就地方志相关问题展开过一次激烈的论
争，其过程在 《文史通义·与戴东原论修志》中有所记述，其他篇目也间或提及。

戴震与章学诚有过多次接触，以其学界领袖地位，对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和治学路径产生了深

远影响，向来为学界所关注。宁波道署的论争是两人较为激烈的一次思想交锋，且此时章学诚尚

处于青年时期，文史理论尚未完全成熟，此次论争对其思想主张的塑造作用不可忽视。对此问题

的研究，当成为解读章、戴关系和章学诚学术思想的重要一环。

晚清民国以降，涉及清代学术史，章学诚戴震研究的著作对这次论争大多有所分析。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起，随着我国新一轮地方志编修工作展开，学界出现一些专门研探这次论争的文章。
此后，除了方志研究者，不少历史学者也陆续加入讨论，对前人观点加以辩驳，使研究愈趋热

烈。相关研究与讨论一直持续到近年，分析也更加细致。本文拟对关于此次论争的研究论著进行

综述，分类归纳各家观点，并结合章、戴二人部分著作略加分析评价，以总结前人成果，展望研

究发展方向，促进对相关问题的理解与研究。

一　关于论争原因的探讨
（一）晚清、民国学者及余英时的分析。不少晚清、民国学者倾向对论争背后章、戴二人的

心理因素进行分析，以此解读论争的原因。最早论及该问题的当为晚清学者李慈铭。其 《越缦

堂日记》中略有对章学诚性格问题的批判：“而自信太过，喜用我法”“泛持一切高论，凭臆进

退，矜己自封，好为立异”①，并指出其性格缺陷引发一系列学术争端，其中就包括与戴震的修

志之争。民国学者中，梁启超对此也有提及，认为章氏 “嫉视当时考证之学，务与戴东原立

异”②。李得贤作了进一步分析，指出章学诚的门户之见以及好胜心是争端的重要原因：“（章学

诚）实则以浙东学派自居，而显有与考据家对峙之意。”“实斋既不满考据家之支离破碎，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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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好胜，故对当时学者之享盛名者……皆诋毁不遗余力。”① 因此，他致力文史，排斥考据，与

戴震论志时多有不合。

郭斌騄则分析了戴震的心理，认为其 “争心矜气，作祟其间”，或是因学术路径相异而心生

反感；甚至可能 “心知 （章学诚）胜己，以示屏绝”②。总之，戴震对章学诚的排斥心理，导致

二人彼此相轻，不能平心探讨。这些心理分析固然有可取之处，但大多就事论事，基本没有涉及

论争的深层次原因。李慈铭对章学诚的抨击未免过度，有丑化之嫌。

钱穆和余英时侧重从章、戴二人学术思想的角度阐释论争原因。钱、穆认为，两人 “论道”

与 “言理”均有分歧。戴震始终主张 “道在 《六经》”，通过训诂来通经，由通经而明晰 “圣人

之义理”；章学诚则关注世道时运，注重创制，反对由 《六经》求道，“盖一主稽古，一主通今，

此实两氏议论之分歧点也”③。宁波道署的论争中，戴震主张详沿革，章学诚主张重文献，即由

此导致。余英时继承乃师观点，进一步分析章学诚学术思想形成过程。他指出，１７６６年章、戴
首次会晤，戴震高度强调训诂，对章学诚造成很大冲击；此后，章学诚沉于史学，通过文献整理

工作逐步探索自身文史理论，至此他 “胸中已有一部 《文史通义》”④，并形成了两个重要认识，

即经学与史学殊途同归，并无高下之分；治学之途也并不局限于考据一端，通过识解同样可求得

“道”。这使他有足够的自信在修志之争中对戴震提出批判。

钱、余二人对章、戴学术思想分歧的论述可谓精当，余英时还探究了章学诚与戴震分歧的形

成过程，相较钱穆笼统概述两人主张有所推进，充分反映戴震在章学诚的修志理论形成过程中的

深远影响。但是，也有学者提出部分异议，如梁一群质疑章学诚通过文献整理形成自身理论的说

法，“余先生此处推论，尚有欠妥之处，容易使人误解章氏学术思想的特点”⑤，并指出余个别

论据存在时间错位的谬误。

（二）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学界的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学界长期对章戴之争关注

不够。直到１９９８年，才有王卫平对此略加评论：“之所以形成这样激烈的论争局面，不能仅归因于
个人性格，而是出于一种方志学者的责任感。”⑥ 这仍显得较浅。实质性研究当在２１世纪以来才
全面展开，但进展迅速，在视角广泛与研究深入方面已超越前人，但也难免有不严谨之处。

孟旭琼主要从时代背景的角度分析论争原因。她指出，章、戴二人生活在考据学兴盛的乾嘉

时期。戴震作为考据学派集大成者，“将实证主义精神运用于修撰地方志是历史的必然”⑦。另

外，戴震长期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发现因轻视沿革造成了大量错谬，因而对沿革问题十分重视。

章学诚的理论则源于修志的实践，由此与戴震发生分歧。吴根友认为，章、戴分歧以致论争的原

因当属思想价值、思维方式与方志理论的差异。二人对程朱理学态度不同，在伦理价值上存在深

层次矛盾，以致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常流于情绪化。同时，他在钱穆、余英时的观点基础上指

出，“（章学诚）所坚持的历史哲学思维方式与戴震所坚持的实证化的经学思维方式的不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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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他对道以及求道的方法的认识，与戴震不同”①。另外，章、戴对地方志认识不同，戴震坚持

地方志不同于正史，章学诚则以联系的观点看待二者关系。

孟庆斌、梅森更侧重于分析论争时章、戴的学术地位差异以及主观心理因素。孟庆斌指出，

戴震此时学术地位如日中天，而章学诚则尚无为人称道的学术建树，希望得到戴震的认可从而确

立自身的学界地位，却未能如愿，不免受到心理创伤，无法平心对待戴氏观点。他通过史学试图

挑战主流的经学，以确立自身地位，导致同戴震的学术对立。梅森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指出戴震

已经名满京师，学识得到认可；章学诚则在国子监和志局受到冷遇与排挤，不得赏识。这对于双

方的气度和情感上也会产生一定影响。除此之外，两位学者还有其他创新之处。孟庆斌认为，章

学诚以 《皇言纪》对应国史中帝王本纪的编纂体例不合理，这是论争的直接原因；梅森则从经

史关系的角度加以解读，提出这次论争是戴震的经学、考据学、厚古之学与章学诚 “六经皆史”

地方文献观在方志编纂方法方面的论争。② 王萌与梅森的观点相近，认为是两人不同的求道方法

与经学、史学的相互竞争造成了论争。③

综合上述学者观点，可以看到２１世纪以来学界研究，在民国学者的基础上，更为关注时代
背景和经学、史学的学科关系；对章、戴二人的主观因素也有所论及，较前人更为全面深入。但

是，部分观点似乎也存在可商榷之处。例如，孟庆斌未免夸大了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他甚至认

为 “章学诚对戴氏的思想和学术体系进行了长达２０余年的反击与清算”④，但笔者认为，这一说
法似乎不合实际。一些学者指出，章学诚与戴震对于求取义理的根本追求是一致的，对戴震多有

推崇。⑤ 戴震去世后多年，章学诚在 《书 〈朱陆〉篇后》中尽管对其人品批评不少，却并不掩

盖对其学术成就的认可，“戴君学问，深见古人大体，不愧一代巨儒”；“凡戴君所学，深通训

诂，究于名物制度”；“及戴著 《论性》 《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⑥，

这恐怕不能说是对戴震思想和学术的 “反击与清算”。关于 《皇言纪》的问题，孟庆斌认为：

“几条诏谕、封诰又怎么能充作志书的本纪，怎么能起到章氏所谓 ‘挈领而振衣、举纲而详目’

的作用？章氏的修志理论当时还不成熟……所以只能生搬硬套，以不伦不类的 《皇言纪》来填

补志书本纪的缺位。”⑦ 这似乎也可商榷。章学诚经历过修志实践，对孟庆斌提出的问题不应认

识不到，因此即使他将 《皇言纪》比附为正史的本纪，恐怕也只是形式上的比附，而非实质上

的，不过是比附了其尊崇皇帝权威和中心地位的含义。可以说章学诚有以 《皇言纪》为全书精

神统领的意图，但这未必代表他要以其作为全书内容上的纲目。总之，某些程度过重的评价，恐

怕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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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章、戴学派划分的讨论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随着学界对方志性质争论的展开，部分学者倾向于将章学诚、戴震划

为截然对立的两派，由此将章戴论争上升到学科之争的高度。与之相对，也有一些学者主张将其

仅视为编纂方法的论争。近年来，不少学者对 “学派论争”的说法提出批判，从史料解读和学

科定性两方面提出新论据，指出章、戴二人修志主张相互包含与重合之处，体现出研究的进一步

深化。

（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的 “学派论争”说。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一些学者在探讨章戴修
志之争时，鲜明地提出这次争论为 “学派论争”“学科论争”的观点，至今仍有影响。关于具体

的派别划定，又多有不同，如史念海的史志之争说、刘光禄的历史派与地理派之争说、王嘉炜的

考据派与文献派之争说等。

１９８２年，史念海在 《论方志中的史与志的关系》一文中提出，“方志中关于史与志的争论是

一个老问题……其间争论较为突出的，应该数到清代乾嘉时期的戴震和章学诚两家”①。戴震主

张方志纂修当以地理为重，“侈言文献”；章学诚则主张志属信史，地理沿革不过聊备一格，这

是 “将史的作用属诸地方志”。由此将章、戴论争划为史、志学科之争。

此后不久，刘光禄提出地理派与历史派的划分，引发的争论最为激烈。他指出：“从对方志

性质的认识看，可以分为地理派和历史派……这两种观点清代曾引起章学诚和戴东原等人的争

论。”② 地理派认为方志是地理书，应当注重地理方面的内容；历史派则认为方志是历史书，应

注意历史文献、人物等方面。不少学者同样持这种观点，如柳维本、林衍经、来新夏等。③ 直到

近年，马春晖在论文中仍提及 “清代志家辈出，形成志学的两大主流学派。即以戴震主要代表

的地理学派和以章学诚为主要代表的历史学派”④。

另外，林衍经还将戴震、洪亮吉、孙星衍等人划为考据学派，认为其信条是把地方志看作是

地理沿革的考证⑤，章学诚以重视文献的理论挑战戴震，即是两个方志流派争端的缩影。王嘉炜

也提及章戴 “二人在方志是地理属性还是史学属性的问题上分歧很大”⑥，同时认为这种分歧实

质是考据派和文献派的论争。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学者虽将章、戴按学科划入不同派别，但相对全面地分析了二人主张。

张景孔提出章学诚重著述亦不轻纂辑、戴震重地理而非唯 “地理沿革”，他们论争的焦点是方志

的史地属性问题。⑦ 黄苇也认为， “按纂修人观点分，方志编修还可分为历史、地理、实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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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①。章学诚为历史派代表人物之一，戴震则属于地理派。但黄苇也注意到了 “地理派志书内

容……宋后无所不在，几与历史派志书无异”②。

以史、地等学科、学派划分两人主张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未免以偏概全，特别是有遗漏戴震

一些重要主张的风险。这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单纯研究章学诚 《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一文，而忽

视了戴震本人著作所致。史念海认为章学诚文中相关内容 “虽然转述，与戴氏的思想当无所差

距”③。对章氏此文加以研究，恐怕未必如史念海所说。章氏记载有较强的偏向性，恐怕只保留

了对自己有利的论辩内容———文中仅涉及戴震的两个观点，即 “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

竟”，以及相当荒谬的 “取名僧事实，归之古迹”④，均被章学诚驳得体无完肤。这场论辩分两

日进行，不可能只讲了这些内容。戴震同为方志名家，恐怕能拿来论辩的理论也远不止文中所记

的两点，可见章学诚的记载有所删减。除删减外，似乎还有失实。章氏转述戴震言 “然修志不

贵古雅。余撰汾州诸志，皆从世俗，绝不异人”⑤，而戴震 《乾隆汾阳府志例言》中却言 “各州

县志多有所谓八景、十景，漫列卷端，最为鄙陋，悉汰之以还雅”⑥，既破除了旧志的弊病，没

有 “从世俗”，又非常注重 “还雅”，与章学诚的说法截然相反。《中国方志通鉴》在对 《汾州

府志》的评价中也称，“是志义例精严，文辞雅训，考据精审”⑦。至于所谓 “名僧归古迹”的

说法，亦未必十分可靠 （下文详述）。由此，恐怕不能仅依靠章氏一家之言分析戴震的修志理

论。并且，以历史派、地理派这样的现代学科概念对古代学者加以划分，是否合适，也有学者提

出质疑。

（二）对 “学派论争”说的批判。针对学派论争说的弊病，一些学者相应提出了批判。葛剑

雄较早从学科性质的角度进行批评。他指出，古人所谓 “地理”与现代地理学概念并不一致，

始终不是独立学科，而只是作为历史学的分支与辅助。“章学诚的观点的实质只是强调了方志在

历史学中的地位，而不是改变了方志的属性。”⑧ 进而，章氏与他人的分歧当属体例门类之争、

方志在历史类中地位轻重之争，而非方志性质之争。葛剑雄的论证清晰有力，他对传统与现代意

义上 “地理”概念的差别作了科学区分，质疑以现代概念为章、戴划分学派的观点。

孟庆斌同样从学科定性角度展开论证。他认为，争论的焦点是以何者为志书之纲的问题，而

非学派之争。“至于 ‘地理’与 ‘史’，章、戴二人谁也没有明确这是两个对立的概念。”⑨ 从学

术背景看，章、戴提及的 “历史”与 “地理”不是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其中 “史”包括天文、

地理的内容；“地理书”也是包括了人物和社会情况。这种观点与葛剑雄遥相呼应。但孟庆斌又

进一步认为， “这种 ‘地理书’就是方志，与章氏的 ‘一方之全史’实同名异，更不存在对

立”瑏瑠。这似乎就值得商榷了。地方志与地方史尽管内容上存在重合，恐怕也不能完全画上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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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其骧就指出，地方史以记叙过去为主，地方志以现状为主，同时追溯一下过去，二者侧重不

同。史记述人类活动、社会现象；志则自然社会并重，分门别类记载地形、气候、水文、地质、

矿产、动植物等内容。①

黄燕生则从史料解读的角度提出批驳。他注意到章学诚对戴震的记述有所失实，根据戴震的

《乾隆汾州府志例言》，指出戴震并非只讲沿革，别无卓见，相反有不少关于修志要旨和方法的

具体意见，如删汰州县胜景、详载水利水患等。②

梅森从史料和学科属性两方面均展开了激烈批判，甚至已超出章、戴论争本身，上升到后世

学者的研究方法和态度层面。他认为：“我们似乎很难得出所谓的方志性质之争和所谓的方志学

地理学派与历史学派的概念；看到的仅仅是方法论范畴的编纂方法之争。”③ 后世学者不应根据

章学诚后来的修志成就将其划为历史派，更不应单纯依据章学诚的记载随意划分学派。为论证这

一点，他对戴震 《汾州府志》和章学诚 《永清县志》的内容进行分析，指出前者并非仅谈沿革

不重文献，而是将农政水利、官事民事分类记录，也强调民之利病的记述，且如果不依靠地方文

献，这部著作根本不可能完成；《永清县志》也有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记述。他甚至指出，将

此次论争称为方志性质之争或史、地属性之争的理论，“其实是做学问的功利心理起作用：学问

要有体系，以致妄贴标签”④。梅森超越前人之处在于他对章、戴理论分析更为全面，特别是通

过 《汾州府志》分析戴震修志理论的做法，无疑比章学诚的转述更为可靠。但他对学派划分说

学者的动机做出的负面评价，笔者则不敢苟同。

另外，笔者认为，对于反驳将章学诚划入纯粹历史派的观点，似乎还可补充两条材料：从具

体修志理论上看，章学诚在与戴震论辩前写成的 《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答甄秀才论修志第

二书》中，详细论述地方志中地理沿革的相关内容。如 “至坛庙碑铭、城堤纪述、利弊论著、

土物题咏，则附入物产、田赋、风俗、地理诸考，以见得失之由，沿革之故”⑤，明确提及收录

人文地理诸方面记载，以彰显沿革，且志中专门有 “地理考”； “如星野、疆域、沿革、山川、

物产，俱 ‘地理志’中事也”⑥，更进一步讲解地理志应包含的内容，其中就有沿革一项。可

见，戴震强调的地理沿革考证也并不为章学诚所忽视，二人修志理论共通之处不少，将其视作截

然对立显然有失全面。

三　学界对论争中章、戴观点的评价
学界对于修志论争中章、戴双方观点的评价存在明显的转变。民国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

国内学者，大多倾向于扬章抑戴，或是站在现代方志理论上对二者均加以批判，恐怕有以今论古

的问题。随着近年来研究深入，特别是对双方理论分析更为全面，研究者大多开始置身历史背

景，细致分析两种理论的价值和不足，并且出现了明显的 “为戴震正名”的潮流。当然，我们

９章学诚、戴震方志理论之争的研究评述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谭其骧：《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中国地方史志论丛》，第８—１０页。
参见黄燕生：《清代的方志学》，《史学史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３期。
梅森：《方志性质之争抑或编纂方法之论———戴震与章学诚宁波道署论争辨析与方志学派存在与否之质疑》，

《中国地方志》２０１４年第９期。
梅森：《方志性质之争抑或编纂方法之论———戴震与章学诚宁波道署论争辨析与方志学派存在与否之质疑》，

《中国地方志》２０１４年第９期。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著：《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卷８《外篇三·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第８４１页。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著：《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卷８《外篇三·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第８４６页。



也应看到，在对既往结论进行纠偏时，似乎出现了一些矫枉过正的问题。

（一）较早时期学者的评判。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学者对于此次论争的评判，几乎全部偏向章

学诚一方，或是对戴震加以批驳。金毓黻在 《中国史学史》书中述及章、戴之争。他认为，方

志属史，因而章学诚力驳戴震将方志视为地理专书的观点无疑值得推许：“直至章氏，始辨析方

志与图经之别……此可谓创通大义前无古人者矣。”① 张其昀对比章、戴二人的修志主张，指出

章氏以史法修志，“详略去取，精于条例；政教典故，备于平日”②，通过完善对记载内容的筛

选，极大便利了后世修史工作。傅振伦对章学诚记载戴震 “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的

观点痛加批驳，基本沿用了章学诚的观点，认为方志属于地方史，“时殊势异，旧志不能尽赅，

是以多则百年，少则三十年，须更修也”③；地理沿革并非主要内容，也无需专门考订。寿鹏飞

针对上述观点也指出，过度轻视文献，“仅详地理，不及民生”④，将无法发挥方志应有的作用。

当然，也有学者持较为调和的观点，如李得贤认为章、戴二人 “其间并无优劣轩轾之分，特其

治学途径不同，故所务亦各异其趣”⑤。唯独晚清学者李慈铭，或许因所处时代较早的缘故，较

为与众不同，站在批判章学诚的立场上，抨击其主张为谬论。⑥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学界倾向于扬章抑戴的学者，当以仓修良最有代表性。他在 《论章学

诚的方志学》一文中提到，“就此争论而言，两者相较，章学诚的主张显然比戴震高上一筹”⑦，

因为戴震的主张会将专务考索、轻视文献、不问政治等不良学风带到修志领域，章学诚的主张则

是本着经世致用的观点。他在 《章学诚评传》以及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的注解中，都重申了上述赞扬章学诚的观点，还批评戴震 “将名僧归之古迹”⑧。针对谭其骧对

章学诚主张 “迂阔”的批评，他为章学诚辩护，认为 “志属信史”是针对将方志视为地理专书

的时代背景专门提出的，不能认为就是迂阔之谈。⑨

来新夏观点与仓修良近似，他褒扬章学诚根据实践经验，注重文献资料积累，“由单纯的地

方史发展为包容各种情况的地方志”瑏瑠；提出 “志属信史”，辨明了方志应有地位，且对方志内

容体例做出重要革新。瑏瑡 同时，他批评戴震泥于古体、“专务考据，不多追求新文献，信载籍而

对反映现实的资料不够重视”瑏瑢。

朱士嘉也明确认为论辩中 “章氏的主张是正确的”瑏瑣。他指出，地方文献如不及时进行搜

罗，将有遗失湮没的危险，因此章学诚重视地方文献的主张是可取的。此外，李昭恂、柳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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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衍经等学者均对论争中章学诚志属信史、重视文献等修志主张给予高度赞扬。①

史念海对章戴双方均加以批评，相比之下对戴震的评价更为负面。他认为，戴震受到考据风

气影响，“把方志的志仅限于沿革”，显得 “相当狭隘”②。“只注意于沿革，就谓已经尽记载前

人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事，是极不恰当的，可说是 ‘一叶障目’。”同时指出，章学诚认为

方志为地理图经所舛讹、方志为一方全史，完全失去志的意义，也有所偏颇。③

以上学者的观点，提出时间大多较早，疏漏难免。他们批判戴震的重要理由之一，是他

将方志视为纯粹的地理类书籍、除地理沿革外别无所重。这一说法，基本仅来源于章学诚

《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一文。前文已分析过，该文记载称不上客观，更未能全面反映戴震的主

张，梅森、黄燕生、张景孔等学者也已对章学诚的记载进行过驳正。另外，一些学者 （如仓

修良）批判的戴震在 《汾州府志》中将 “名僧”归入 “古迹”一事，恐非信史。《汾州府志》

刻于乾隆三十六年 （１７７１），恰在章、戴论争前，相距不远。查其 《例言》，并未提及要将名

僧归入古迹；关于对寺观的记录，却有 “古迹、冢墓、祠庙、事考四者，备稽古者之检之

也；……寺观附祠庙之下，明非正也”④ 一句，明确指出，寺观是附于 “祠庙”而非 “古迹”

条目下的。对照章学诚转引的戴震说法，“余思名僧必居古寺，古寺当归古迹，故取名僧事实，

归之古迹”，⑤ 称 “古寺当归古迹”，显然与 《汾州府志·例言》不合。笔者遍检 《汾州府志·

古迹》，也未见任何僧人事迹⑥；祠庙条目下，确有个别寺庙记载中包含其中修行过的名僧，

但僧人事迹附属于所在寺庙之下，而非与寺庙并列，应当并无将名僧视同寺庙之意。⑦ 章学诚

转述戴震话中却包含 “然僧岂可以为人？他志编次人物之中无识甚矣”⑧ 等语，似乎有杜撰成

分。总之，应当可以判定，仅根据章学诚说法对戴震进行批判是失当的。这似乎可归因于对史

料的掌握、分析不够周全。另外，民国时期一些学者如金毓黻等，因其秉持方志属于地方史的

观点，而章学诚主张 “志属信史”，故对其相当推崇。今日看来，恐怕也不够全面，因为多数

学者已经达成统一，认为地方志除了本地历史外，还需要包含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现状等方面内容。⑨ 至于改革开放初期学者，或许受到革命史观的影响，褒扬章学诚对方志体

裁提出创新，冲击了旧有的、占据学界权威的体例，而并未客观分析其新体例的优劣，因而也

难免有失严谨。

（二）近年来学界的观点转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已有学者为戴震辩护，如陈光贻提出方志
中分辨沿革最难，而戴震正精于此，称赞其为 “通儒大师”，并驳斥章学诚所谓戴震 “不解史

学”之说，认为 “考证古地理，而与治经、史何分，学诚 ‘六经皆史’之说，岂自相矛盾”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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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昭恂：《章学诚在方志学上的贡献》，地方史志研究组编：《中国地方志总论》，中国地方史志协会、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１９８１年，第２０１页；柳维本：《章学诚与方志学》，地方史志研究组编：《中国地方志
论集》，第２１１—２１２页；林衍经：《方志史话》，第５５—５７页。
史念海：《论方志中的史与志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２年第５期。
史念海：《论方志中的史与志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２年第５期。
戴震：《乾隆汾州府志例言》，戴震研究会等编纂：《戴震全集》，第１册，第４９１页。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著：《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卷８《外篇三·记与戴东原论修志》，第８８６页。
参见戴震纂，孙和相修：《汾州府志》卷２３《古迹》，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影印本，第５５８—５６５页。
参见戴震纂，孙和相修：《汾州府志》卷２４《祠庙》，第５７３—５８６页。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著：《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卷８《外篇三·记与戴东原论修志》，第８８６页。
参见程方勇：《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方志性质研究概述》，《中国地方志》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陈光贻：《戴震之 “志以考地理”》，《文献》１９８１年第４期。



但解释过于简略，也仅限于考证地理沿革的意义，并未引用新材料、深入分析戴震的修志思想，

说服力还是有限的。对章、戴二人理论的评判发生真正改变，并出现 “为戴震正名”潮流，应

当还是在９０年代以后。
１９９１年起，多位学者对此前受到忽视的戴震 《汾州府志》重点分析，从不同角度论证其价

值，并对章学诚主张的方志体例提出一定批评。黄燕生指出应当重新评估章学诚的方志地位，批

评其 “三书四体”的方志结构并不合理，过度追求复古导致 “不免于诸考之外复录六书，事文

之后缀拾艺文，负叠床架屋之累”；一味尊王，也脱离了郡县实情。同时认为，戴震重视地理沿

革是针对旧志弊病提出的，这是修志的难点，提请后人慎重对待无可非议，戴震也并非仅重视沿

革。① 张景孔同样注意到不少学者对章学诚记载的异议，指出戴震 “决不是主张方志中全然不载

非地理方面的内容”。他引用 《汾州府志》例言，指出其在方志史上多有好评，由此认定戴震在

地理沿革之外还是多有识见的。② 孟旭琼认为，利用戴震对地理沿革的考证方法，核实记载的真

实性，才能确保志书的科学性、学术性；相对而言，章学诚 “一味地摒弃对地理沿革的考证而

重视历史文献的记载实属无本之源”③。孟庆斌则根据章学诚以 《皇言纪》比附本纪缺乏可行性

的观点，对章学诚从修志理论到个人性格均加以批判，而认为戴震的志书体例 “实际出于戴氏

治学的切身感受”④。梅森除了论证戴震的志书在地理沿革外还记载了大量其他内容，更进一步

指出章学诚转述戴震主张的失实之处：“章学诚为强调文献的重要，实际上偷换了戴震的概念，

戴震并没有说修志只修地理沿革即可。”⑤

美国学者倪德卫则着眼于章学诚对文献和方志现实意义的重视，提出新说。他认为，章戴论

辩体现出章学诚的信仰，即 “当代对于历史研究者的重要性”，同时也批评道：“这一论辩也展

示出一种显见的复杂性上的缺陷，它没有给我们提供为什么历史要被重写而非简单延续下去的理

由。”⑥ 可以说是从另一视角对上述批评章学诚观点的补充。

除批评章学诚、为戴震正名的学者外，也有学者持中立的态度，如吴根友认为戴震将地理沿

革放在首位只是自身特色，并不存在对与错的问题；章学诚更加注重地方志与国史的联系，由

此，“我们不能说孰是孰非，而只能说二者各有所长”⑦。王嘉炜则认为，戴震沿用传统模式，

符合考据学家的态度；章学诚则开创了新的方志体例，并称赞其 “在戴震面前十分鲜明的学术

态度，直白的表述没有给一代学术大师戴震丝毫当场反驳的余地”⑧。

可以说，上述学者基本跳出了挑战权威、史学革新等传统分析视角，就事论事地对章、戴二

人观点展开评述，对前人不乏批判。他们在研究方法上最大的进展当属更多关注戴震本人的著

作，从中直接提炼其修志主张，从而发现章学诚记载失实之处。这是对一手史料的有效运用，体

现出历史研究者应有的对材料谨慎全面分析的态度。对于章学诚的批评，很多也不无道理，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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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燕生：《清代的方志学》，《史学史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３期。
参见张景孔：《对章、戴论争的再认识》，《黑龙江史志》１９９５年第６期。
孟旭琼：《地理沿革在方志中的地位———论章、戴之争》，《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孟庆斌：《重论章学诚与戴震的修志之争》，《中国地方志》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梅森：《方志性质之争抑或编纂方法之论———戴震与章学诚宁波道署论争辨析与方志学派存在与否之质疑》，

《中国地方志》２０１４年第９期。
［美］倪德卫著，杨立华译：《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３５页。
吴根友：《重评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年第４期。
王嘉炜：《章学诚与安徽 〈和州志〉———兼对章、戴论辩的学术梳理》，《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了前人论述中的偏颇。但也不应忽视，如上文所述，某些学者对章学诚批判略显过激，甚至上升

到对其性格缺陷的攻击，似属矫枉过正。

余　论
对于章学诚、戴震修志之争研究的发端，既由学术史大背景决定，更有国内学界小气候变化

的影响因素。章、戴二人在清代学术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可谓是乾嘉时期经学与史学的代表人

物。凡涉及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必定会涉及章、戴二人；而他们之间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关

于方志问题的论争几乎是探讨二人关系和方志理论时绕不开的话题。这是民国以来各家对此探讨

不断的原因。同时，应当认识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对于此问题关注明显增加，引
发对章戴之争的研究走向新阶段，这与我国新一轮地方志编纂工作展开、学者对方志理论以及历

史上方志学家的主张更为关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程方勇即指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随方志
研究的复苏，“此时推动方志理论研究的主要是老一代方志学者，他们对方志理论的整理也主要

表现为对传统方志理论的总结”①。由此，章戴论争自然得到高度关注。特殊的时代背景，决定

此后相关研究的若干特点和走向。

梳理对章戴修志之争的研究历程，我们可以看到，民国时期学者对该问题的分析尚比较有

限；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国内相关研究升温，并呈现明显阶段分异。早期的论著，带有强烈致
用色彩，即意图通过对章戴之争的探讨和评论，对我国新方志编纂提供借鉴与指导，由此可能在

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史学研究的求真要求。程方勇分析，这一阶段老方志学者研究重点在方志的属

性确定，及其与邻近学科的关系界定。从 《中国地方史志论丛》收录的论文看，也确实有大量

文章在争论 “社会主义新方志”应当偏重历史学科还是地理学科、史与志的关系究竟如何。由

此便不难理解此时不少学者，特别是参与方志理论研讨的学者，较少关注章、戴论争的起因，而

热衷于讨论其实质，并将论争双方划为截然对立的历史派与地理派了。然而这种简单划分毕竟有

违背史实、忽略重要史料的问题，引来此后学者的质疑。特别是近年来，由于方志理论的研讨已

经相对淡化，甚至 “几乎已经演变成方志圈里的 ‘内争’”②，更多学者转向从纯粹历史研究的

角度分析章戴论争，研究的求真目标愈发彰显，而致用色彩有所淡化，因而呈现出对史料运用更

全面、分析更客观的特征，推动研究不断进步。

历经多年研究与争论，有关章戴之争的很多问题已基本可以定论，但也有一些仍存争议之

处。关于此次论争的原因，钱穆、余英时从思想史角度提出的二人对求道方式的认识不同，进而

导致治学路径不同，这种说法基本得到了学界公认。国内学者的其他主张，如学术背景，即占据

主流地位的经学与新兴的史学发生竞争；两人不同价值取向和境遇导致主观情绪上产生影响等，

基本也形成了共识。还有一些学者主张，章学诚在论争中有意攻击戴震重视考据的治学方法，以

便自立门户。对于论争的实质和学科划分，根据近年来学者提出的大量论据，应当可以断言，所

谓 “学派划分说”并不能成立，以历史派、地理派形容章学诚与戴震是不妥的，前者并不轻视

地理沿革，后者也并未局限于此；当时 “地理”一词包含更广泛的含义。因此，不能认为论争

的实质是历史、地理或史与志两个学派的争辩，视为单纯的方志编纂方法之争似更为妥当。关于

对章、戴主张的评价，早期学者对戴震的一味抨击已为后人不取，应当承认戴震的修志理论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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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程方勇：《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方志性质研究概述》，《中国地方志》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程方勇：《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方志性质研究概述》，《中国地方志》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一定合理性，其成果同样值得肯定。但是，对于章学诚的主张应当作何评价，似乎学界仍未有定

论，有学者认为将 《皇言纪》置于篇首危害严重，也有学者批评其 “三书四体”的主张并不实

用，但都是一家之言，尚待探讨。

笔者认为，除了上述未定论之处应继续探讨外，对这场论争的研究还可进一步深入。从史料

解读的角度看，涉及论争过程和双方主张的 《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乾隆汾州府志例言》等，似

乎尚缺少全面深入的文本分析。不少学者对此有所引用，却都是只言片语，并不全面，甚至可能

出现断章取义。因此，根据全文进行细致解读，可能有助于系统厘清双方主张，进而更全面地认

识他们的共识和分歧，以免出现评价偏颇；或许还可以章、戴两文相互参照，弥补章学诚文中记

载的失实、删减的弊端，更大限度上还原论争的历史真相，并推测章学诚加以删改的原因，进一

步揭示他对于这场论争以至对戴震本人的某些隐秘心理。另外，从论争意义来看，这次论争对章

学诚产生的影响，目前研究尚不够充分。仅孟庆斌提出，这场论争使章学诚修志时由以 《皇言

纪》为纲转向以大事记为纲①，其他学者似较少有相关论述。当然，这似乎是相对困难的，恐怕

需要对章、戴二人相关著作透彻研读，从中搜寻隐含的、零散的史料，并全面把握二人学术思

想，并非一日之功。目前看来，随着章、戴论争相关研究的快速推进，学界对二人修志思想、方

志理论的认识已大为深化，这既促进了清代学术史研究，更折射出我国史学界、方志学界的发展

进程。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本文责编：周　



全

民国 《榆次县志》影印本出版发行
　　２０１９年７月，晋中市榆次区史志研究室组织整理的民国 《榆次县志》影印本由三晋出版社

出版发行。该志由常麟书、常赞春前后担任总纂，共２０卷，上起上古、下至民国２６年 （１９３７），
分上、下两编。上编为考，有方域、城市、乡聚、交通、赋税、生计、水利、教育、宗教、礼

俗、官师、选举、艺文、旧闻等１４卷，下编为录，有名宦、仕实、文儒、卓行、艺术、贤媛等
６卷。卷首有图、本志序及前志序多篇，卷末附后序、跋及修志始末。

影印本是以国家图书馆民国３１年 （１９４２）铅印本为底本整理影印，共计一函９册２０卷，约
５０万字，卷帙分合，一仍其旧，纸材装帧，承袭古风，为史志文化界提供一部集研究、学习、
欣赏、收藏、传承为一体之志书精品。

此前，由卢海亮点校的 《榆次县志》点校本已于２０１７年由三晋出版社出版发行。

（晋中市榆次区史志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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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孟庆斌：《重论章学诚与戴震的修志之争》，《中国地方志》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